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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抑或分权 二级抑或三级

———困扰历代中央政府的两个千年难题

张小稳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集权抑或分权、二级抑或三级，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在地方行政管理中所面临的两个核心问
题。集权和分权指的是中央派出机构及其后期演变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和运行原则，集权以一元化领导体制和
最高长官集军、政、刑、财等各项权力于一身为基本特征，分权以多元化领导体制和长官各自分掌权力、相互制
衡为基本特征;集权极易导致分裂和战乱，分权极易导致政府软弱无力。二级和三级指的是地方层级的数目，
二级是管理者的不懈追求，三级则是现实所需。历代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管理，就是在集权抑或分权、二级抑
或三级之间摇摆、徘徊、艰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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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管理中，必须面对和处

理的是疆域辽阔和人口众多所带来的问题。秦代
确立郡县制，全国仅有 36 个郡，汉代中后期郡级单
位增加到 100 多个，唐宋时期州级单位增加到 300
多个，元代路州级单位增加到 500 多个。为管理如
此之多的地方行政单位，从汉代开始，历代中央政

府采取的办法是在中央和地方最高行政层级之间

设立中央机关的派出机构，以加强对地方的监控。
汉州、唐道、宋路、元代行省、明清督抚，皆然。这些
派出机构的性质、权力分配和运行机制各不相同，
后期演变、历史走向和历史影响也各不相同。这些
制度的差异都是围绕着集权抑或分权、二级抑或三
级的问题而展开。集权和分权指的是中央派出机
构及其后期演变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和运行原则，二

级和三级指的是地方层级的数目。中国古代乃至
近代，在中央派出机构及其后期演变的权力运行模

式和地方层级的选择上，都是在集权抑或分权、二

级抑或三级之间摇摆、徘徊、艰难抉择。集权抑或
分权、二级抑或三级也可以说是历代政府管理者所
倾力解决而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两个难题。

一、集权抑或分权

集权以一元化领导体制和最高长官集军、政、
刑、财等各项权力于一身为基本特征，分权以多元
化领导体制和长官各自分掌权力、相互制衡为基本
特征;集权以汉代的州和唐代的道最为典型，分权

以宋代的路最为典型。
汉代的州最初属于单纯的监察机构。公元前

106 年， 汉 武 帝 “初 置 刺 史 部 十 三
州”［1］( 卷6，《武帝纪》P． 197) ，把京师之外的地区分成 13 个
监察区，每个州置刺史 1 员，负责对辖区内日常行
政事务的巡察和地方豪右、二千石官员及其子弟违
法犯罪行为的监察。刺史既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

47



也没有固定的掾属，每年大部分时间乘坐专车在所

属各郡巡察，年终到京师向中央汇报巡察情况。西
汉中后期，刺史制度逐渐发生变化，先后获得了固

定的治所和固定的掾属，权限也日益超出监察范

围，常常代替郡守或县令处理郡县事务，侵夺属于

郡县长官的行政权力。东汉中后期，刺史逐渐被正
式赋予行政职责，兴修水利、铺设道路、劝民农桑、
督收租赋，无不亲临;掾属人数大为增加，且分工明

确
［2］( 卷27，《百官四》P． 3614;卷28，《百官五》P． 3619)。此时的州刺史
已不再是单纯的监察官员，而是极其行政化、地方
化了。和帝以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常常跨州连
郡，刺史由于管辖范围广，在平叛过程中表现出明

显的优势。灵帝世，改刺史为州牧，秩俸由 600 石
提高到 2000 石，以中二千石的九卿出任，正式确立
了州牧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地位。州牧常常加军
号，成为集军、政、财、刑等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官员，
因而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州牧之间的争夺直接导
致东汉王朝的分裂和长达 400 年的战乱。
唐初，鉴于汉亡的历史教训，在很长时间内没

有建立起常规的监察机制，而是采取十道建制和

“因事而遣、事毕即罢”的运行方式［3］。唐玄宗开
元年间 ( 公元 712 ～ 756 年) ，国家承平日久，显出
盛世气象，李隆基对地方监察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

改革，将全国划分为 15 道，每道在所部大州设立固
定治所，每道设立 1 名固定的监察官员，即采访处
置使，形成使职常设、驻地巡察的运行机制。这就
为道的地方化做好了制度准备。特别是作为采访
处置使的道与作为节度使的道的结合，使地方再次

出现了军政合一的集权倾向。节度使的道设于从
东北到西南的边境线上，负责军事防御工作，节度

使在所辖区域内拥有绝对的军事权力。起初，节度
使的道只是采访处置使道内的一个特殊部分，节度

使与采访处置使并置，军政分离。唐玄宗后期，在
设置节度使的道内出现了集节度使与采访处置使

于一身的现象。如拥有粟特和突厥血统的安禄山，
凭借军功和唐玄宗的宠信，先后获得了平卢、范阳、
河东三节度使和河北采访处置使的职位，并在这些

职位上长期留任，拥有河北地区的军政大权，也成

为东北地区不容挑战的地方权威。公元 755 年，安
禄山举兵反叛，为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叛乱，唐肃宗

李亨在道内采取军政合一的应急管理方式，道的长

官常常是节度使兼采访处置使、或采访处置使兼节
度使，拥有一道之内所属各州的军、行、财、刑等大
权，“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

其财富”［4］( 卷50，《兵志》P． 1328) ，成为节制一方的割据势
力。鉴于汉亡的教训，唐肃宗增加道的设置，由开
元 15 道增加到 40 多道，道的管辖区域大大缩小。
所以，唐代的节度使虽然可以割地称雄，不听从中

央的命令，但不至于拥有觊觎皇位的实力，国家不

至于立即陷入分裂，中央与藩镇、藩镇与藩镇之间
维持均势，形成中央政府与藩镇共存的局面。
这种局面维持了 100 多年，公元 875 年，黄巢

领导的农民起义打破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均势，在

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的实力

迅速发展，在公元 907 年废掉唐朝的最后一个皇
帝，建立梁政权，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与分

裂又长达数十年之久。
唐代道制对汉代州制虽多有改革，但最终形成

地方化且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地方集权模式，使之

终究不免亡于分裂、内乱的历史结局，小异而大同。
宋初的管理者，鉴于汉唐两代相似的历史命

运，一改派出机构的集权趋向，采取“分割事权”的
方针，把全国分为 24 路，在一路之内同时设立 4 个
机构，即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
司，分别负责财政、司法、赈济和军事事务。四个机
构的办公地点不在同一州内，各自拥有独立的机构

与官员，长官地位相侔，互不统属，分别隶属于不同

的中央部门①。路级诸司并立、各司其责、互不统
属的运行机制成功地解决了汉唐以来由于地方势

力“尾大不掉”而造成的军阀混战和藩镇割据的问
题。一方面，路级四司分别收州县军、财、政、刑权
力，加强了中央对州县的监管与掌控力度，很难形

成唐代州县附属藩镇的支郡之制; 另一方面，路级

诸司各司其职，分州治事、机构独立、互不统属，使
得路级权力分散，很难形成一个权力中心。所以，
终两宋之世 300 余年，中央始终能够有力控制地
方，维护政权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没有出现足以

对抗中央的地方割据势力。
然而，宋代在矫正汉唐地方集权之弊的同时，

却又导致了另一个弊端的产生。在分权体制下，地
方行政缺乏统一性与协调性，各部门无事互相牵

制、有事互相推诿，行政效率低下，特别是缺乏对突
发事件的有效应对机制，即使几十数百人的小规模

民 动 也 能 “历 数 千 里， 若 蹈 无 人
地”［5］( 卷21《论州郡武备事二道》) ，对外战争更是“虏骑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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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漕司隶属于尚书省户部的左曹、仓司隶属于尚书省户部的右
曹、宪隶属于御史台、帅司隶属于枢密院。



莫不溃散”［6］( 卷12，《本朝二·法制》P． 3070) ，在对辽夏金元的
战争中，宋廷几乎屡战屡败，一个泱泱中原帝国常

常要忍受割地赔款、纳贡称臣的屈辱，最终被蒙古
政权灭亡。
汉、唐、宋三代的历史表明，派出机构一元化的

领导体制和军政合一的集权式权力分配模式，极易

导致派出机构的地方化和地方权力中心的形成，这

种模式虽然有利于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抵御外
族入侵，但是，在地方势力形成后，往往会拥兵自

重，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成为对抗中央、节制一
方的割据势力，并最终导致统一王朝的分裂、覆灭
和长达数十甚至数百年的战乱，其历史影响之深远

之巨大。派出机构多元化的领导体制和分权制衡
式的权力分配模式，虽然不易导致派出机构的地方

化和地方权力中心的形成，有效解决了地方集权模

式下“尾大不掉”的问题，但却使地方行政软弱无
力，不能很好地统一调配人力、物力资源，在对内对
外战争中，特别是面对外族入侵时，往往陷入被动

挨打的境地，虽避免了亡于内乱，却不免亡于外患。
由此可见，无论是单纯的集权还是单纯的分

权，都有利有弊，所以，自元代开始，历代政府的管

理者都力图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
蒙古人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行省

制度。行省是中央中枢机构中书省的派出机构，亦
是一省之内最高的军政机关，“凡钱粮、兵甲、屯
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7］( 卷91，《百官志七》P． 2305)。
行省长官仿中书省设，置丞相 1 员、平章政事 2 员、
左右丞各 1 员、参知政事 1 ～ 2 员，只是品秩稍低。
在行省内部，实行分领制和圆议连署制相结合的运

行机制。分领制是指行省长官之间的内部分工，即
行省所拥有的“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
各项权力，并不是由行省的最高长官丞相一人负

责，而是各由 1 ～ 2 员长官专管，其他长官无权过
问。圆议连署制是同一部门内多名官员共同商议
某项事务，并在最终决议上连名签署的一种议事与

决策模式。行省的 6 ～ 7 员长官共同构成行省的最
高决策团体，行省内的重要事务都要由这 6 ～ 7 员
长官共同商议、决策并连名签署，没有行省长官连
名签署的决议是无效的。分领制重在执行，圆议连
署制重在决策，二者既体现了长官之间的分工配

合，又使长官之间互相牵制，任何人都不能专据权

力。这显然是分权与集权模式的结合，因而，有元
一代，行省虽然辖域辽阔，权力无所不涉，却没有行

省坐大、反叛中央事情的发生。

但是，行省之内只设立一个领导机构、一个最
高长官，又使之存在潜在的集权因素。元末，为了
镇压蜂起的农民起义，元政府赋予部分行省最高长

官“便宜行事”的权力，行省长官的军、财、政、刑各
项权力大为增加，出现了集权化的倾向。时人王袆
指出:“凡军旅、钱粮、铨选之事，一听便宜行之。
盖 今 行 中 书， 其 位 尊 任 重， 视 古 方

岳。”［8］( 卷3，《送申巡检之官序》P． 282)

因此，朱元璋在建立明政权之初，便着手去除

元代行省制度的集权化倾向。朱元璋先是在行省
之外设大都督府，分管原先属于行省的军事权力，

形成省、府对掌军、政的军政分离模式。待政局稳
定之后，将行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远采宋代路级

机构诸司并立的分权管理模式，在省级设立布政使

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掌行财、刑、军
事务，三司鼎立，分权制衡。为了弥补分权体制下
地方行政的弊端，明代又设督抚制度。督，即总督，
负责协调一省或数省的军事事务;抚，即巡抚，负责

协调一省之内的行政、财政与监察事务。督抚的设
立，缩短了地方决策与执行的过程，提高了政府的

行政效率和应变能力，对于整合地方资源、协调省
际间联合作战，平定内乱、打击外患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明代督抚制度并不固定，时设时
废，中央政府对于督抚的权力也多有牵制，以致在

对内镇压、对外抵御中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李自
成攻陷北京，终结了明王朝的命运;清军入关后，所

向披靡，南明政权抵抗不力，最终被清政权灭亡。
清朝建立之后，矫明代分权之弊，逐渐规范督

抚的设置，形成八督十五抚体系，全国 18 个省共设
8 个总督、15 个巡抚，总督一省或数省一设，巡抚一
省一设，部分省份总督兼任巡抚，并将之固化为省

级最高领导机关，原先的省级三司的中都指挥司被

废，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降格为督抚的属吏。八督
十五抚体系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省级机构

的分权体制，表现出“事权归一”的特征，然督抚并
置又体现出军政分离、分权制约的管理思想①。

1840 年以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清政府没有
像明朝那样严格控制督抚的权力，而是授予地方督

抚便宜行事的权力，督抚在对外战争中逐步建立起

独立的军事体系、财政体系，用人权、司法权、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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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人薛福成说: “国初总督不常设，值其时、其地用兵者设之，
军事既平，遂不复罢，俾与巡抚互相稽察。”参见丁凤麟、王欣
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第 290 页。



权逐步扩大，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9］( 第3 ～ 8章)。中央
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削弱，汉唐外重内轻、“尾大不
掉”的局面再次重现。鉴于历史的教训，清政府多
次欲收回督抚的权力，但收效甚微，以致在辛亥革

命失败后，中华大地很快又一次陷入军阀混战的

局面。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元明清三代

中央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来矫正集权或分权存在

的弊端，并力图在二者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和平

衡点，但终究没有解决好这个两难问题，集权倾向

强则重蹈汉唐覆辙，分权倾向强则重走赵宋老路。

二、二级抑或三级

有研究者认为，在地方行政层级问题上，中国

古代除秦末汉初和隋末唐初曾短暂实行过二级制

之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以三级制为主，这种看

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更不符合历代政府管理者的

初衷。历代政府管理者的真正意图是要极力将地
方层级控制在二级，而不是三级。
上文提到，从汉代开始，中央直接控制的地方

行政单位由秦代的 30 多个逐步增加到 100 多个、
300 多个、甚至四五百个，面对管理范围的扩大，一
个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增加行政层级，在中央和州

( 郡) 之间设立一级地方政府。但是，行政层级的
增加，必然伴随行政成本的提高和行政效率的降

低，来自地方基层的行政信息也必然会受到某种程

度的歪曲，这是强大的中央政府所不愿看到和不愿

去做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管辖范围广、实力雄厚
的地方政府的存在将对中央的权威构成极大的威

胁，这是一贯强调中央集权的古代中央政府所不能

容忍和极力避免的事情。既不能增加行政层级，又
要管理众多的地方行政单位，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

矛盾? 古代中央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在中央和地方

州( 郡) 之间设立派出机构，并极力阻止其向地方

行政层级转化。
西汉中后期，面对刺史的越权行为，御史中丞

薛宣在奏疏中提请汉成帝，告诫刺史要严格按照

“六条问事”，“代二千石署吏听讼，所察过诏条”的
豫 州 牧 鲍 宣，被 丞 相 司 直 郭 钦 举 奏 免

官
［1］( 卷83，《薛宣传》P． 3386;卷72，《鲍宣传》P． 3086)。在西汉末年至
东汉初的政权更替时期，为了应付战乱的需要，刺

史一度改称州牧，品级由 600 石骤然提升到 2000
石，州牧实际上成为郡之上的军政长官，常常被派

遣执行军事任务，有的甚至被加以将军号，可以征

调所属郡内的士兵; 这些州牧也常常直接处理民

事，检核户口田地、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等等，
几乎无不过问。待东汉政权稳定之后，光武帝刘秀
立即“罢州牧，置刺史”，将其秩级重新调至 600
石，同时取消其领兵权与行政职能，使之重新回归

监察官员的本色。
唐初，“因事而遣、事毕即罢”的监察机制虽然

有着种种优点，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如平均每道管

州 30 多个，最多的达 70 多个，管理幅度过大，严重
影响行政监察的效果;而中央仅管 10 个单位，管理
幅度又过小，造成不必要的管理资源浪费。武则天
在位期间和李隆基执政初期，都试图对此加以改

革，但均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武则天万岁通
天年间( 公元 696 年) ，凤阁舍人李峤建议以 10 州
为一个监察单位，设御史 1 员，这样，御史可以深入
所属州县，达到预期的监察效果。武则天觉得有
理，便“下制析天下为二十道”，不过这一措施没有
得 到 多 数 人 的 支 持， “为 众 议 沮
止”［4］( 卷123，《李峤传》P． 4365)。景云二年 ( 公元 711 年) ，
李隆基以皇太子身份监国，想利用普遍设于边疆地

区、已经闲置的都督府体系改革地方行政监察制
度，具体做法是重新调整都督府的分布与辖州状

况，使之覆盖全国，并将其由军事机构改为监察机

构。九品以上的官员围绕着这一改革设想进行了
一次大讨论，结果反对者的意见占居上风。反对者
认为，都督位高品重，违背了唐初以来模仿汉制确

立的“秩卑任重”的监察原则，都督为自保而不会
尽心察举;更重要的是，如果选人不当，很容易形成

“权重难制”、“尾大不掉”的局面，威胁中央政权。
所以还是依从“贞观制度”或“贞观故事”为
好
［10］( 卷68，《都督府》PP． 1195 ～ 1196)。可见，参加讨论的大臣
们不愿意看到唐王朝重蹈历史的覆辙，宁愿牺牲行

政效能而选择中央集权。
宋代的路则自始至终都保持派出机构的性质。

首先，路内诸司并立，分州治事，没有一个行政核

心，甚至各司路的区域划分也不尽一致①，不具备

成为地方行政层级最基本的必要条件。其次，路级
诸司与路内府州之间没有建立起行政上的隶属关

系，宋初政府就已经规定，诸州“直属京，长吏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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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事”，确立了诸州直属中央的隶属关系。虽然中
央下达州县的诏敕文牒和州县申报中央的文牒都

需要经路级诸司转达，但那也不过是文书的中转站

而已。再次，路级诸司机构较为简单，人员配置也
较少。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五之三记载，宋徽
宗崇宁四年( 1105 年) ，一路之内，诸司共有属官十
几人，而府( 州) 属官则至少有数十人之多。最后，
路级诸司长官的品阶也不如知州高，知州常带二品

的尚书、侍郎衔，而转运使则只带六品的郎中、员外
郎衔;宋代的宰相在罢相之后，往往“出典大藩”，
做知府或知州，而非出任使职。
元明清三代，虽然可以说是省、府 ( 州) 、县三

级制，但作为地方行政层级，省的性质和府( 州) 县

两级的性质始终存在着很大差别。元代的行省和
清代的督抚都兼具中央派出机构和地方最高军政

机关的双重性质。元代的行省，从名称上看，“行”
的本意是行走、离开，引申为出行在外。在中国古
代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凡是与出行在外相关的多

用“行”字来表达，如行宫、行朝、行庙，等等。中央
政府部门的派出机构也往往用“行”来表示，即出
行在外的中央机构。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台、金
朝的行尚书省，等等。同样，元代的行省就是中书
省出行在外的代表中书省处理地方政务的机构。
而且，官员设置模仿中书省，只是品秩稍低，且与中

书省的人员交流相当频繁，是各机构中拜相人数最

多的一个部门
［11］( P． 96)。行省与中书省属于内外表

里的关系。中书省有自己的直辖地区，称为“腹
里”，其余地区划分为 11 个行省，分省而治，这显
然是核心机构和派出机构或分支机构的关系，故时

人称行省为“外廷”或“外宰相”。行省设置的目的
并非是简单的“画地统民”，而是各有侧重，代表中
央进行政治控驭和军事镇遏的色彩一直非常浓

厚
［12］( PP． 508 ～ 509)。
清代，直到乾隆十三年( 1748 年) ，督抚作为省

级最高领导机关的地位才被正式确定下来，之前，

督抚一直是单纯的派出机构，康熙和雍正时期的

《大清会典》都把督抚列入都察院系统而不列入省
级地方官系统，即使在地方官地位得以确立时，督

抚仍然保留原先的中央差遣官性质。乾隆四十四
年( 1779 年) ，规定总督一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职，
巡抚一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职。事实上，总督一
般皆兼兵部尚书衔，巡抚皆兼兵部侍郎衔。所以，
督抚又称部院官，即为兵部与都察院官员。兼衔制
的存在表明督抚具有中央官与地方官的双重身份，

兼备地方最高军政机关和朝廷派出机构的双重

性质。
明代的省和宋代的路一样，中都指挥司、布政

使司、按察使司三司并立，分别隶属于兵部、户部和
刑部，没有一个权力中心。为了协调三司之间的关
系，自明成祖时期就开始在省级设立各种中央派出

机构，先后形成三堂制 ( 镇守镇守总兵、镇守中官
与镇守文臣) 、巡按制( 巡抚与巡按御史) 和督抚制
( 总督和巡抚) ，省级三司实际上沦为这些派出机

构的属吏。所以，明代的省在某种程度上也兼具中
央派出机构的性质，很难说是完整意义上的地方行

政层级。
尽管历代政府的管理者极力将地方行政层级

控制为二级，即使在实行三级时，也要把最高层级

控制为半中央半地方的性质，从不敢放手地方，以

防止地方势力的坐大。但是，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制
度的惯性扩张能力又往往超出政府管理者的掌控

范围，违背其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愿望，二级制一
次次地滑为三级制。
汉末，为了平定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灵

帝正式确立了州的地方层级性质，从此，一发不可

收，以州牧为中心的地方势力的形成不仅迅速导致

了东汉王朝的灭亡，也导致地方行政层级州—郡—
县三级制的固化，历经魏晋南北朝近 400 年不变。
在这 400 年中，政权频繁更替，有作为的帝王也不
在少数，欲对地方行政进行改革的也不止一二，但

都对已经既成事实的三级制无能为力，只有在隋文

帝杨坚重新统一中国后，中央政府才又恢复了地方

行政的二级制。
同样，唐代中期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在道内实

行军政合一的管理模式，道由监察单位转变为地方

行政单位。公元 763 年，在安史之乱平定后，唐中
央政府欲把道由军政合一的实体单位再次改为监

察单位，但是很快发现，由中央政府任命的节度使

开始不听令了，特别是北方的节度使们据地自治，

虽然没有问鼎中央的实力，但也不愿意俯首听命，

只想维持自己已经获得的地方自治权。代宗与德
宗都曾试图削弱藩镇，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这种
情况下，中央政府被迫承认节度使的地方行政长官

地位，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将道的行政实体地

位确定下来，道—州—县三级制形成。直到赵宋王
朝回复州—县二级制，这一次的三级制延续了将近
200 年。
元明清三代的政府管理者，虽然认识到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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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纯粹的二级制不
是理想的地方管理模式，但也绝不实行纯粹的三级

制，而是极力把省级控制为半中央半地方的性质。
明代，中央政府面对内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外部

金人的入侵，不敢授予督抚权力，很快导致王朝覆

灭。清代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
门，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为应付这“数千年来
未有之变局”［13］( 卷24，《筹议海防折》P． 11) ，清政府一改明代
的做法，把地方督抚推到历史的前台，相继赋予其

各项权力。随着各省地方势力的形成，其地方性色
彩越来越浓厚，派出机构的性质越来越淡薄，省已

经转变其较为单纯的地方性质。尽管 19 世纪 60
年代后，清政府多次想改变这种现状，但已无力回

天。民国时期，经过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两
次改革，才最终确定省———县制，恢复了二级制。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层级就是这样在二级制

与三级制之间循环摆荡，二级制是统治者的不懈追

求，三级制是现实所需。在中央政府足够强大的情
况下，将地方层级控制为二级，既便是实行三级制，

也并不纯粹，纯粹的三级制都是在中央政府权力失

控的情况下出现的。

三、余论

综上所述，集权和分权、二级和三级并不是两
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像构成 DNA的两条基因链，不
分彼此地交织在一起，由其引发的问题直接影响到

了每个王朝的兴衰和中国历史的整体性特征。集
权和三级、分权和二级往往构成并生关系。集权化
权力分配模式极易导致地方权力中心和三级制的

形成，以及统一王朝的分裂和长期的战乱。自秦始
皇统一中国后，中原大地上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分

裂与战争局面，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次

是五代十国时期，第三次是近代民国时期的军阀混

战，而这三次分裂都与集权制和三级制紧密相关。
分权体制虽然较好地保证了地方行政实质上的二

级制，但也正是由于地方缺乏权力中心，在对内镇

压和对外抵御中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宋明两代可

以说是贯彻分权体制较为彻底的两个王朝，然二者

皆亡于异族之手，不能说是偶然的。可以说，在地
方治理上，集权制抑或分权制、二级制抑或三级制，
始终是困扰历代中央政府的两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究其根源何在? 如何克服? 这也是在当今地方行

政体制改革中，不得不审慎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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